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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
背景特征与意义

——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杨四代　杜　娟 a

摘要：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

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

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

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

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 世纪早期的新史

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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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具有浓郁的通史写作传统，为历朝历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丰富的资鉴资源。近代

以来，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传统通史已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

基于历史观的变革，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式通史，成为当时“新史学”最重要

的议题以及新式史家的共同目标。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言的。传统通史的代表主要有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

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等，而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等史学汇辑，亦可看作

是传统史学在通史方面所做的努力。19 世纪中叶以降，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不能适应时代之需要，

新史学应势而生，无疑是中国新式通史出场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通史的新与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史家所秉持的历史意识和史观不同；二是通史的史学功用和目标指向不同；三是通史书写的体

裁、内容及范围不同。本质上，时代特征与社会现状规定着史家的历史意识及历史观，也决定了通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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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和目标，而历史意识、历史观、史学功用和史学目标又直接规范了通史的体裁、内容及范围。总之，

发轫于 20 世纪早期的新式通史，孕育于中西学术相互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

一、新式通史编纂动议的提出及其背景分析

1902 年 11 月，梁启超提到编纂一部新式中国通史的计划：“一年以来，颇竭绵薄， 欲草一《中国通史》

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 然荏苒日月， 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a而在此前三个多月，章太炎致信梁启超，

同样也提到了编撰一部新式《中国通史》之愿望：“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

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

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

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b诚然，在新史学发轫

之际，最具反思意识的史家都把“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及“鼓舞民气、

启导方来”作为新式通史区别于传统通史资鉴的核心功能，而内涵这些全新价值导向的通史编纂亦成为

实现新史学的最主要动议。影响 20 世纪初新式通史编纂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新式通史编纂动议的提出与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思潮有密切关系。由于深受进化史观的影响，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界包括兰克、米什勒、麦考莱、班克罗夫特等为代表的“经典史学”学派相信存在着

一部关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规范叙事总体史，以致欧洲出现了大量以政治现代性、民族国家、

理性化和世俗化为导向的通史著作，如亨利 • 鲁登《德意志民族史》、利奥《意大利诸国史》、约翰 • 尼
斯《瑞士联邦史》、朱理 • 米什勒《法国史》等。c随着殖民主义扩张的深入，进化历史观念在时间维度

上进一步拓展，在空间维度上则与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接轨，以全球史的视野梳理历史的演进。欧洲史

学呈现出“普遍历史”特征，史学研究的注意力从民族国家逐渐扩大到了社会文明、文化演进等领域，

试图把纷繁复杂的历史景象整理成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因此，19 世纪的欧洲史学家对历史发展抱有某

种信念，并在这种信念之下构筑具体的“转型”“发展”和“演进”等具体叙事。d西方进化史观和普遍

历史观念的输入与新史学潮流合拍，导致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

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更大的范围。西方史学“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

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e与此同时，带有明显目的论色彩的进化史观也提高

了国人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信心，诸多政治学术精英纷纷投身于推动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

的历史伟业之中。

其次，新式通史编纂是传统史学遭遇现代性窘境的结果。20 世纪初，传统史学的“四夷传”“民族

地方史志”和“纪事本末书”等书写范式已不能适应构筑现代国族和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f因此新史学

必须集民族主义、进化史观的“通史”姿态登场，才能解决“从天下到万国”和“纳四夷入中国”的整

体性困局，实现历史研究在时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贯通。而秉持进化史观的新式通史可以用一种清晰明

了的线性发展模式阐释中国史学发展和史学功用的前景。诚如安东尼 • 吉登斯所言：“（进化论叙事）把

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明确表述了这种‘宏

大叙事’。……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一条‘故事主线’来描绘历史，这条主线把杂乱无章

的人类事件规划在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g进化史观的叙事模式，在合和中西历史、扩大历史叙述

a　梁启超：《三十自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4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10 页。

b　章太炎：《与梁启超》，王培军、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61 页。

c　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41—175 页。

d　李剑鸣：《世界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经济社会史评论》2012 年第 11 期。

e　舒习龙：《历史编纂学“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人文杂志》2016 年第 1 期。

f　王娟：《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20 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社会》2021 年第 1 期。

g　[ 英 ] 安东尼 •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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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方面，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时空连贯。以梁启超为例，以往学术界在评判新史学时，关注点大都放在了其史学理论的转移和

重构，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即梁启超输入“新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说明一部通史应当如何做法”。a

最后，历史观的更新使得时人希望通过编纂新式通史满足新的社会需求。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其

近代化转型已经进入了深度层面，时人在政治观上已经确信西方国家制度远比中国传统帝制优越。在哲

学观上，进化论已经广泛传播，并主导了国人的历史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进入到迫切需要以叙述人

类社会进化取代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相应地，作为新史学重要议题的历史编纂如何

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过程，激发和凝聚民族精神，成为新史学的重要考量。基于此，中国新史

学在 20 世纪初的具体情境中，试图借鉴西方史学的主流模式，通过编纂宏大叙事的新式通史为中国的历

史演进和现代转型提供合理解释。新式通史的这种功能，“怀着把所有的人类历史视作某种单一的历史

观念，把过去和将来在前后一致的意义上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构造，也必然是一种政

治的构造”b。而 20 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及其新式通史编纂实践的根本意涵就在于这种历史和政治的构造，

旨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塑造。

二、新式通史区别于传统通史的主要特征

经章太炎、梁启超等知识先驱倡导，在“史学革命”的旗帜下，编纂新式通史的动议迅速铺开并成

为 20 世纪早期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观。据王家范统计，新式中国通史自清末发轫至抗战爆发，至少有 26
部通史性著作问世。c其中影响较大的通史著作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04—1906）、曾鲲化《中国

历史》（1904）、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1906）、陈黼宸《中国通史》（1913）、吕思勉《白话

国史本》（1923）、王桐龄《中国史》（1926）等。相对于传统通史著作，这些新式通史主要在历史观、

体裁和内容方面体现出新式通史之“新义”，并且实现了与 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有效

关联。

（一）史观之“新”

新式通史的历史观之“新”，主要是以全新的进化史观为主导来进行新式通史编纂。19 世纪末，随

着中国中心观的丧失，在国际视野的参照下，疆域、民族和国家等近代意识开始萌生，史学编纂已酝酿

着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阶段的过渡，d并且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以今文经学为媒介，逐渐与进化

史观相衔接。20 世纪初，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实证性基础之上的进化史观，超越了中国古代的复古史观、

循环史观、神意史观以及公羊变易史观，彻底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实现了史学自立，成为史家认识和解

释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论指导。梁启超最先将进化史观引入历史编纂中，在其看来，“史界革命”必须从

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因此，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了新史学的研究范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

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e

基于进化史观的普及及其历史阐释的显著优势，20 世纪初诸多通史著作纷纷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来重

新阐释中国历史进程。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开篇即论述人类的起源，阐述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

发展进化之原理，以进化论和因果律为指导，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系统地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

近古之世三大阶段，又再细分为八个阶段，对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制度、生产、民族、社会、文化等

a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4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63 页。

b　[ 美 ] 多萝西 • 罗丝：《美国历史著作中的宏大叙事：从浪漫到不确定》，《美国历史评论》1995 年第 3 期。

c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 年第 6 期。

d　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人文杂志》2016 年第 2 期。

e　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01—5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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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主线清晰而又内容饱满的论述。a曾鲲化在其《中国历史》中也指出：“夫历史之天职，记录过去、

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原、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批评帝王

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b吕思勉的《白

话国史本》则更为明确地以“说明社会进化现象”为编纂主旨。在该书序言中，吕思勉指出：“（新式通史）

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

因此吕思勉对历史的定义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c

综合来看，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新式中国通史与传统通史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传统

通史编纂主要以朝廷、帝王将相等个人为叙述对象，记载一家一姓之兴荣得失。就本质而言，传统历史

编纂与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新式通史以人群、社会、民族、国家为叙述对象，并阐释社

会进化发展之历程；其二，传统通史编纂注重书法褒贬及正统辩护，而新式通史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探寻

人类社会发展之公理公例，为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求得生计；其三，传统史学编纂主要以叙事为

中心，为帝王提供资治通鉴，而新式通史则以问题为中心，实现史学经世救国目的。

在 20 世纪初的艰难时局中，秉持进化史观的新式通史编纂，改变了达尔文“演化论”（evolution）
的本意，赋予本属发生学意义的“演化”转变为具有目的论内涵的“进化”，使时人坚定了中华民族能

够朝着一个至善至美的终极目的不断进步的信心，进而激发国人的自强意识，唤起对群体能动性的广泛

关注。通过进化史观，史家深刻意识到，只有唤起国民的群体能动性，将民众导向为民族国家未来服务

的终极目标，才能挽救民族国家于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也正是借助于进化史观，新式通史

才能够超越传统儒家的仁学政治思想范式，特别是有关资治通鉴的价值导向，内涵了“政治整合、大众

参与和民族国家等近代政治社会范畴的内容，促使中国的思想主流从儒家道德理想中分离出来，发展成

为一个有关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的政治理想，向一个早期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迈进”d。

（二）体裁之“新”

20 世纪初新式通史的另一个“新义”是体裁之新。中国史学历来有重视体裁的优良传统，并不断创

造出新的编纂形式，先后产生了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等诸多体裁。e但这些传统史书体裁在面对 19 世

纪中叶以来的社会转型，已然不能承担起应有功能。因此，章太炎、梁启超等沿着章学诚历史编纂改革

的主张，继续探索适应新史学需求的史书新体裁。梁启超基于“新史学”的理论标准，以能否反映历史

进化大势及社会整体情状并发挥教育功能为标准，对中国历史上诸多史书体裁的优劣提出了系统的评价。

对于编年体，梁启超认为存在“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又绝无组织，任意

断自某年，皆成起讫，……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f之缺陷；

对于纪传体，梁启超也一分为二地进行了客观评价：“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

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g梁启超认为，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

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因此“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h。但梁启超也指出了纪事本

末体的不足：“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记事本末体，要重新

a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 3 页。

b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1 页。

c　吕思勉：《白话国史本》（第 1 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序列”，第 2 页。

d　[ 美 ]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3 页。

e　刘永祥：《20 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人文杂志》2012 年第 1 期。

f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66 页。

g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273 页。

h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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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a针对此，梁启超以崭新的史学理念辨析传统史书体

裁优劣，综合了传统史书体裁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形式，创造出“载记”“年表”“志略”“列传”

等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体裁。b

体裁的变化意味着历史事实的重组，体现的是史家对历史事实、进程和价值的理解、把握及评判。

恰如白寿彝所言：“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

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与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c鸦片战争之后，

魏源、徐继畬、黄遵宪、王韬等人对典志体史书体裁的改造，在内容和格局上都实现了跨越和突破。到

20 世纪初，诸多新式通史著作除了注意采用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及杂糅了其他传统体裁之外，还普遍采用

了章节体的形式，以突出通史的逻辑贯通性、结构灵活性和叙事完整性。融合了中国传统体裁和西方章

节体的新式通史，既能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因事立题、分门别类地进行叙述，又注意综合通贯、纵

横联系，增强各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避免了传统史书“殆无有系统”的弊病。d新体裁打破了传统

王朝分期的模式，将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清晰展现出来，完整地呈现整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和

总趋势，并可以推演未来的走向，因此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重塑人们历史观念等方面发挥着传统体裁

所无法比拟的作用。e

史书体裁的变更与创新，反映的是史家史识的变化，正如陈黻宸所言：“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f

可见，新式通史的体裁创新实践，反映的是史家对传统史学史识的摒弃以及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

的借鉴和创新，深刻体现了 20 世纪早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自觉意识。杜维运对中西史学体裁的评判很好

地印证了新式通史体裁更新之必要：“西方史学家长于分析，精于综合，凡所论述，皆能建立体系，自

称其所，喋喋数十万言不休。中国史家则往往将其理论，寓于简约文字之中，寥寥数语，隐约其义，读

者遂难尽明其真义所在。以西方史学理论的剖析明辨，济中国史学理论的简约隐晦，会通之道，尽在于

此。”g故此，体裁的更新是史家欲达到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提高认识历史和阐释历史的效度之表

现，因为新式体裁的叙述结构包括内容的时空转变，使得人们意识到历史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

联和发展的体系。只有通过体裁的更新，才能完整阐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效提高大众对通史

著作的理解。新式通史对体裁全新的创造与实践，生动地反映了史家希望能够写出一部面向普通大众的、

能够完整囊括中华民族发展与中国国家演化的中国通史之期望。就此而言，新式通史体裁的创造与转化，

从历史叙述模式、问题意识彰显、历史观重塑和扩大史书受众群体的维度，切实提高了通史著作的体系性、

通俗性及思想启蒙的效果，有效促进了 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三）内容之“新”

新式通史在内容上也与传统通史迥然有别，其最明显的“新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国家

观念和国民意识重新厘定新式通史编纂的内容，替代了传统通史重点关注帝王将相的单一面向；二是从

民族史角度阐述中国历史发展之轨迹成为诸多新式通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史问

题，正是 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工具。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西方史学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史学形态，其著述重点是以民族或国家为

历史叙事的基本单位，以民族国家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为主要线索，对构成民族国家的全民及其各种活

a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4 集），第 85 页。

b　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c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 1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3 页。

d　白云：《章节体的引入与近代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史学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e　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f　陈黻宸：《陈黻宸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561 页。

g　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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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行整体叙述。a因此 20 世纪初的史学先驱，无不将民族国家视为主权合法性的唯一表达形式。在此

背景下，梁启超将历史研究及新式通史编纂对象的重点从帝王将相转换成国家与国民，以勘察“人间全

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b，并指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

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c。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人群”，其实就是

中国国家的全体国民。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及其编纂新式通史的动议，并不是为统治者提供具体的“资

鉴”，而是通过历史知识的普及，启蒙国民的国家意识，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一致的民族主

义思想，以实现史学救国之目标。自此以后，新式通史编纂无不以民族、国家来统摄朝代。曾鲲化在其《中

国历史》中就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

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因而就必须通过新式通史“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

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d吕思勉也在《白话国史本》中明确指出了新式通史

的意义所在：“诸君研究历史，愿着眼我邦建国之体制，历代学术之隆替，武备之张，政治之沿革，文

明之进步与退化，实业之发达与衰退，风俗之变迁，与夫伟人贤哲之事迹，以激发国民之爱国心，团结

其合群力，以与世界列强竞争于此大舞台上，是则著者之所厚望也。”e新式通史的民族国家内容转向，

使得史书编纂能够真正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问题。正如杜赞奇所言：“20 世纪初在非西方世

界出现的现代历史书写，常常先播下‘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种子，然后逐渐灌输对民族国家之爱和对

民族敌人之恨，并创造出在新世界里为国家服务的公民。”f

20 世纪初，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传入中国并迅速成为救亡图存的新学理，而新史学则充当了这

种学理阐释的急先锋，因此新式通史表现出对民族史的高度重视。史家的共同理想是对民族历史进行解

剖，使之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相呼应。梁启超在其关于一部完整中国通史的构想中，将民族史问

题放在了通史之首要部分 g，在梁启超看来，民族史是一部完整的新式通史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关中华民

族、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的起源与演变等“元问题”。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初“旧邦新造”的历史进程

中，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国国家转型和现代国家建构中至关重要的议题，民族问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皆促

使新式通史无一例外地将民族史问题纳入编纂内容，以期从历史深处揭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指示中国

历史发展的前途。故此，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诸多关于民族史的重要论述，如《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历

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分类》《中华民族之研究》等。毫无例外，此一时期诸多新

式通史著作也将民族史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撰述，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将中国的种族起源问题放在

开篇进行论述，而种族问题也成为其历史分期的重要凭据。h吕思勉的《白话国史本》在开篇也指出了民

族问题对于国家历史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它最初的民族。……一个国家建立之初，

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

历史，必须要晓得它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i王桐龄也指出：“中国者，合六大族组织而成，

中国之历史，实六大族相竞争相融合之历史。”j其《中国史》一书就以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互动融合作为

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种对民族史的重视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a　王佳晴、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年，“导论”，第 5 页。

b　梁启超：《中国史绪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310 页。

c　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503—504 页。

d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上卷），第 3 页。

e　王同龄：《中国史》（第 1 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 25 页。

f　[ 美 ] 杜赞奇：《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张颂仁主编：《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2 年，第 82 页。

g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261 页。

h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 4—6 页。

i　吕思勉：《白话国史本》（第 1 册），第 1 页。

j　王同龄：《中国史》（第 1 册），“自序”，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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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使得国人形成了“中华一体”的认知共识。a

正是通过对民族史的研究，梁启超才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工具，

20 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政治学术工程才得以展开。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的

推进，史家对中华民族的关注更为突出。1923 年，顾颉刚在自述其治史动机时指出，“我心中一向有一

个历史问题，渴想得到解决，且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纂中国通史的骨干。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衰老

抑或尚在少壮？ b”虽然顾颉刚终其一生未完成通史编纂的夙愿，但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提出“中华民

族是一个”的学术观点，则有效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思想论争，c明显印证了新式通史史

家共同的心理情结所在。

三、新式通史编纂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意义呈现

前文已述，新式通史所秉持的进化史观、所依托的体裁创新以及所包含的内容转变，促进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自觉。然而对新式通史文本的分析还不足以回答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故此还需要

进一步探讨新式通史编纂所表现的史观、体裁及内容更新背后的深层思想逻辑，才可以进一步明晰新式

通史编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内在关联。

（一）新式通史的史识重构：从“朝代史”到“国史”

甲午之后，在时人的认知理念中，传统“天下观”已彻底让位于现代国家观。与此同时，“国史”

观念也被引进，实现了进化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并以国家意识为主导的历史叙事激发了史识重构运动，

进而深刻影响了史家的“史识”认知。d在此背景下，章太炎指出，通史有两层含义：一是从远古至近代，

包含所有朝代；二是通史应包含制度、心理、社会及宗教的发展。显然，章太炎理想的通史，就是要打破“朝

代史”范式。几乎同时，梁启超也尝试面向世界历史来界定中国史，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近世

三个阶段。梁启超的这种努力，实质是为了给中国历史寻找一个新的认定：由于中国已不是天下的中心，

中国历史就不能被理解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历史。但梁启超并不甘于将中国简单地理解为被西

方“统治”的“国家”之一，因此他并没有将中国历史与某个西方国家作对比，而是与整个西方历史作

参照来重新厘定中国历史的价值。显然，梁启超对通史的理解远比“国别史”要深刻。e在 1902 年的《新

史学》中，梁启超在指出传统史学“四蔽二病”的缺陷后，开始从“国史”的视角来探寻中国历史的“民

族精神”和“国家理想”，新史学也实现了从“朝代史”向“国史”的创造性转化，而这种“国史新造”

的主要实践途径就是新式通史编纂。

紧随梁章之后，“国粹史学”进一步实践了从“朝代史”向“国史”的范式转移。“国粹”一词借

自日本 19 世纪末反西化思潮的本土化运动，其意指每个国家都有的无法被别国复制的特殊精神。与日本

不同，中国学者一开始就把“国粹”限定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领域中，他们认为，“国家，首当经史”。

尤其是在章太炎那里，所谓“国粹”，其实就是“国史”。《国粹学报》的旗号也明确标榜“保种、爱国、

存学”f。国粹派认为，要实现保种爱国的目标，在史学上非倡导“国史”不可。国粹史学的代表人物邓

实就指出，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必须完全取代“朝代史”，用“上世”“中世”“近世”等分期概念可以

表达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历史的变迁过程。在其看来，“朝代史”应该被限定在狭义的政治史范围并让

位于“国史”，而“国史”的概念应包括民族史、思想史、教育史、艺术史、社会史、经济史等诸多内容。g

a　史金波、关志国：《中国近代民族史学史刍议》，《云南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 期。

b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99 页。

c　郑师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思想争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

d　舒习龙：《“史识”新变催生近现代史法的革新》，《青海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

e　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58 页。

f　王东杰：《〈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5 期。

g　胡逢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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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国史”的界定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是一脉相承的，亦即国史应该是综合政治史及政治史之外

的所有内容以反映一个国家历史变迁的“通史”。

经梁启超、章太炎以及国粹史学家的创造性转化之后，原先作为传统史学重要范畴的“朝代史”，

就彻底转向了具有全新意涵的“国史”，且这种经由史识重构而催生出的“国史”，被赋予了全新的政

治意涵和史学意义。在政治意涵层面，“国史”被理解为养成国民之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概念工具”。

在历史观念与意识层面，“国史”一方面成为在时间上贯通古今的“通史”，其内容包括人群、社会、

民族之进化历程；另一方面则运用新的历史观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公理公例”，把“国史”

从“国别史”的一般意义提升到类似于“一般史”或“普遍史”的层面。a“国史”的这种政治意涵和史

学意义，几乎成为 20 世纪早期所有新式中国通史所遵循的共同规范。曾鲲化在其《中国历史》中就指出，

其书旨在“调查历代国家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现国民发达史之价值，

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b。此外，曾鲲化在全书中一直用“国史氏曰”的方式对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问

题进行评论，其欲化朝代史为国史的努力一目了然。如果结合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及发展

来看，经由史识重构所激发的“国史”编纂进程，与同样从新史学而催生的“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和

推广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新式通史编纂通过“国史重塑”和“国魂塑造”，用全新的历史观

和国家意识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呈现了从古至今的中华民族历史变迁之全貌，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于中国

历史理解的基本观念共识，进而有效提高了社会大众对历史中国的认知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信心，

成为 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重要思想观念基础。 

（二）新式通史的功能转变：从“资鉴”到“救亡”

史学的功能是史学生命力的根源所系，也是考察史学的根本性问题。纵观中国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

历程，史学功能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从“鉴戒资治”向“救亡图存”的转变。相应地，20 世纪早期新式

通史自然也就将救亡图存作为其重要的编纂目标，即通过对全体国民进行史观和史识的通识教育，培养

国民意识，凝聚国民精神，团结国民力量，铸成一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经世致用传统。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了史学的鉴戒功能。《尚书 • 周
书》反复重申的“殷鉴”立场，如《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今

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等。春秋战国时期，在鉴戒观念的基础之上，褒贬意识又对历史内

容的书写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孔子改写鲁国史书，“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

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c，褒贬历史人物的春秋笔法成为史学垂训功能的又一传统。肇始于孔

子的这种褒贬风格，被后世史家确立为历史编纂的基本原则，与先秦时期史学的鉴戒功能相结合，实现

了史学“申褒贬之微旨，为劝戒之大法”的基本功能。此后，史学经世思想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

断发展和丰富。整体而言，传统史学的鉴戒观念重在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及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以作

为指导统治者处世行事和治理方略的根本原则。与之相表里的褒贬取向，则以评价人物善恶成就为中心，

规范帝王的言行为宗旨。无论是“以史为鉴”还是“褒贬善恶”，实际上都包含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和目的性。

正是在此意义上，鉴戒和褒贬观念的交织，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经世史学的早期内核。

至 19 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史学前所未有地加深了与时代和社会的关联度，传统史

学的功能也逐渐由“资鉴垂训”转向了“救亡图存”。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王韬、郑观应、

康有为等知识先驱，一方面继承传统史学的“资鉴”功能，另一方面更为关注中外典章制度、政教习俗、

边政海务等现实问题，使得史学的经世功能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实现了史学功能从纵向的“取鉴王

a　李科翔、王东：《化旧识为新知——20 世纪初叶的“国史”观念与中国通史编纂》，《历史教学问题》2017 年第 3 期。

b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内容重点》，《中国历史》（上卷），第 3 页。

c　刘勰著，韩泉欣校注：《文心雕龙 • 史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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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兴衰”到横向的“求知识与世界，采万国之良法”之价值取向变化。a而且这种变化又为史学注入了反

对外欺、救亡图存的新内涵，使得史学开始具备了世界眼光和近代意义。到 20 世纪初，民族危机愈发深重，

史学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联系更为紧密，传统的资鉴教化功能彻底让位于救亡图存，并由此而发展

为强调自主独立的民族主义，转向了国民意识培育的教育功能。

从具体路径来看，新式通史的“救亡图存”功能主要是通过“民史”的倡导而实现的，即在新式通

史中突出“民史”来达到塑造国民国家意识、凝聚国民精神、团结国民力量的目的。b对此，梁启超在《新

史学》中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

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

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c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只有转向对国家和国民的关注，才能达至国

民之团结、文明之日进和民族主义之发达，最终实现史学的救亡功能。在指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

之后，梁启超进一步指出了史学与国家救亡的关系：“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d章太炎也认

为史学的兴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存亡：“历史的用处，不在办事。只有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

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e曾鲲化在其《中国历史》中也明确地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

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f可见，通过功能转向实

现塑造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凝聚国民精神，团结国民力量的作用，是新式通史在 20 世纪早期回应时代

与社会之急剧变化和迫切要求的重要标志。而这种功能转向在中国社会变革之际，对国人的思想启蒙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自觉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除了各种族类群体

在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过程，还经历了一个传统人口形态经由人口国民化而演变为国民，以及国民在“中

华民族”的称谓下凝聚为共同体的过程。g而人口国民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民意识的觉醒，基于救亡

图存的“民史”倡导以及新式通史编纂对“民史”的偏重，对于塑造国民意识、凝聚国民精神以及团结

国民力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对 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直接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新式通史的终极愿景：历史书写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历史知识的生产者或历史编纂的主体，在欧洲主要是宗教组织，在中国则主要

是知识官僚阶层。民族国家出现后，历史知识生产的国家在场，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法国大革命之后，

历史书写成为民族国家建设工程的重要文化工具。这种以国家和民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通过国家主导的

标准化国民教育进行系统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进而在根本上推动着现代民族国

家的建构。h因此，历史这时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了，而是背负了塑造国族和建构国家等崇高的使命。

诚如杜赞奇所言：“正在兴起的民族接受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的辩证过程，（能够）制造出一个同一的、

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的未来共同体。”i可见，在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兴起之后，新式历史的书写就成为传

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表现之一。换言之，西方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轫，就其根源来说，就是为了回

应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欧洲各国都从国家的观点来重新撰写历史，把国家说成是民族和社会在政

治结构上的自然形式。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被政府接过去，刻意宣其……民族历史所起的重要作用。”j

a　徐松巍：《从“资治”到“救国”——关于 19 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史学月刊》2002 年第 1 期。

b　魏衍华：《从“资治”到“育民”——20 世纪中国通史教育功能的转变》，《社科纵横》2013 年第 4 期。

c　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497 页。

d　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501 页。

e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术的发达》，《教育今语杂志》（第 1 册），1910 年。

f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历史之要质》，《中国历史》（上卷），第 3 页。

g　周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路径》，《学术界》2020 年第 8 期。

h　关凯：《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i　[美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导论”，第 3 页。

j　[ 荷兰 ] 彼得 • 李伯庚：《欧洲文化史》，赵复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第 459 页。



2022年第 5期

179

立足于 20 世纪早期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中国史家迅速承接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民族主义特质。

在 1901 年的《中国史学绪论》中，梁启超指出：“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a，

已经预示了 20 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民族主义取向。在新史学看来，以史学促进民族主义意味着从西方引

进的民族主义将取代帝王将相成为解释历史的新纲要，“而且也将是建构一个新的可以被称为国家的、

世界中的中国最有效的知识工具”b。因此，20 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产生，其目标不仅仅限于实现史学本

身的转型，其深层意义与“欧洲前辈”一样，试图通过史学阐发民族主义，并以此为导向，将这种民族

主义史学注入现代国家建构的肌理之中，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打造民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稳固基石。可见，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建构，其本质并不局限于历史研究本身，而是通过史学理论阐发来申明他的政治理

论主张，即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制新国家的愿景。c

基于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为了清除国内各民族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分歧与张力问

题，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应运而生。新史学的国家主义倾向，主要通过新式通史对国族意识的唤醒和国

族建构的尝试来实现。这种尝试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中国“正确的自我称谓”的探索，二是在

新史学意识的激励下，着手重新建构中国的过去。d就前者而言，经过梁启超等知识先驱的史学探索，在

中国正确的自我称谓方面，分别明确了“中国”的国家指称和“中华民族”的国族指称；就后者而言，

重建中国历史的努力肇始于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及其新式通史编纂的构想。尽管梁启超并未实现新式通史

编纂之宏愿，但却被夏曾佑、曾鲲化、刘师培、吕思勉、王同龄、顾颉刚、傅斯年、吕振羽、范文澜等

史家所接续和深化。且诸多新式通史著作，无不围绕“重构中国历史”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新式通史与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关联，诚如国粹史家邓实所言：“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e可见，“新

史学”及其新式通史编纂动议的终极愿景，就是要透过史学的浇灌来塑造现代“国民”，并借由现代“国

民”来建构现代“国家”。

检视近代以来思想和政治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是一个

一体两面的过程。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凸显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国家，

需要“中华民族”作为其主体和前提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与稳固最终需要现代

国家理论及制度为其提供支撑和保障。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是作为现代中国国家的政治民族基础被

定位的，中国现代国家则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依托被定格的。而“中华民族”与中国现代国

家的相互建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成成果，它需要政治驱动力和学理解释力将其正当化与合理化。f

这里抛开政治驱动力不说，单从学理解释力方面而论，20 世纪早期的新式通史编纂，正是对二者互构过

程进行学理阐释的努力。有鉴于此，既然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将终极愿景锁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那么就

必然需要同时关注中国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体问题。因为现代建国的起点，最根本的工作并非国家组织机

构的创设，而是对原有族群建制的政治转换和学理阐释，并以这种转换和阐释为现代国家建构提供集群

基础。因此，新式通史对于国民、民族、国家的关注以及“开启民智、鼓舞民气、助爱国心之发达”等

史学功用，其终极愿景无不导向国族塑造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四、结　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不断自觉的，这种自觉受到政治、

a　梁启超：《中国史绪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315 页。

b　汤芸：《历史地看民族，民族地看历史》，王铭铭主编：《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第 134—135 页。

c　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

d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皇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 年第 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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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归根结底是一个理论拟制和政治实践相互交织的复杂社会工程。

而 20 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及其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实践，以全新的历史观、体裁、内容以及史识重构、

功能转向、史学终极愿景等维度，对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启蒙无疑是中华民族理论拟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式通史编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理论拟制之间的关系，恰如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及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哲学命题的意涵那样，深刻体现了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也是当代人思想的体现；a历史研究的真实意义是历史学家

在思考历史时，突出了当事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影响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反思行为，其

重点在于重新思考当事人在其中进行思想活动的历史 b。就此而言，20 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

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绝不仅仅是对历史理论、研究方法和历史书写的简

单重构，其根本指向或是他们历史研究的终极隐喻，其实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中华民

族塑造、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等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关怀，是“史学救国”的生动体现。新式通史编纂

的这种理论关怀，霍布斯鲍姆有非常贴切的论述：“历史编纂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如影随形。……

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在永恒的外表下，作为客观的观察者和分析者置身于他的研究对象之外。我们都

陷入到了我们时代和位置的设定之中。”c

Th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ilation of New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YANG Si-dai & DU Ju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Sima Qian'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and 
perceiving the changes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 to Zheng Qiao's “thorough comprehension”, then to Zhang 
Xuecheng's “it is the writing of the general history that covers thousands of years chronically and hundreds of 
schools of thoughts horizontally, combines  both and finally is refined into a style with its unique meaning”,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as permeated with a strong “general history style” during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This style fundamentally standardized the voluminous creation of general history and became 
the highest ideal of historia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However, since modern times of China, the existing value 
system and reference function uphel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general history were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overall 
predica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meet the realistic need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Thus, the compilation of 
new general history, which can facilitate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Chinese etho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of “new historiograph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new general history 
compil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Early 20th Century, Compilation of New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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